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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的衔接

王金玉*

内容提要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近因原

则的影响和制约。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责任界

分时，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大化，保险人往往主张投保人违反了告知义务规

则，拒绝理赔或索要已经支付的保险赔偿；而投保人则会主张其违反的告知义

务事项与保险标的损失没有形成因果关系，未违反近因原则，因而其有权获取

保险赔付。一些司法裁判中采用近因原则来判断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规

则，使得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因此，我

国保险成文法应对保险业和司法界频繁使用的近因原则进行法律规制，并在

未来构建新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体系中植入近因原则，将二者合理衔接并发

挥各自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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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保险标的信息披露义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

上减轻了履行保险告知义务主体的信息披露负担和成本，也导致面对面信息披露范式下

制定的现行保险告知义务法律规则体系应该进行适当调整。(1) 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保

险法领域中的近因或近因原则也存在制度层面的挑战和机遇，毕竟数字技术可以辅助保

险合同当事人和裁判人员评估和判定哪些事故原因促成了保险标的损害结果的发生以

及某一原因的权重占比。(2) 我国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和近因原则是由保险法规、司法

解释以及保险行业习惯等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有些组成部分是正式法源，有些部分

是非正式法源。《民法典》第 10 条采用了“法律—习惯”双阶法源模式，确立了行业习

惯的法源地位，所以包括近因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在内的保险行业习惯作为一种补充性

法律渊源，也发挥着一定的裁判指引作用。(3)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作为最大诚信原则的组

成部分，与近因原则一起，对评判投保人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保险人是否有权拒

绝承担保险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下简称“保险赔付责任”）进行交叉判定，

在我国保险行业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和评价作用。(4) 与此同时，我国调整保

险近因原则和告知义务规则交叉适用的规范体系也正在逐步建构，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和

完善保险立法，尽快形成一套具有“减震”功效的保险纠纷裁判准则，以满足数字经济

发展的需求。(5)

为了深化我国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已于 2024 年 9 月正式施行，该规范性文件旨在强化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完善与风险挂钩的保单兑付机制。目前，作为保险消费者的投保人，负担过重

的保险告知义务，其公平性在数字技术推动下面临挑战。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平台的保险

(1) 保险告知义务又被称为“保险如实告知义务”，其义务主体存在差异：根据《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告知义务主体是

投保人；根据《海商法》第 222 条和第 223 条规定，告知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本文将从一般法的视角下论证投保人

履行告知义务存在的问题。

(2) 保险法领域中的“近因”又被称为“近因原则”“近因规则”“近因理论”以及“近因识别规则”等，由于保险实务

界多采用“近因”和“近因原则”，故本文主要采用“近因”和“近因原则”进行阐述，但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近因

原则”并不存在，关于此种观点文中另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 号）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

规定的习惯。”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已经多次提及最大诚信原则和近因原则，其中 5705 篇裁判

文书提及最大诚信原则，另有 4126 篇裁判文书提及近因原则，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
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2024 年 6 月 30 日访问。

(4) 《保险法》第 16 条第 3-6 款中规定的“保险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险行业和司法实践中，也被称为“保险

赔付责任”或“保险责任”等。

(5) 我国现行保险法体系仍处于构建期，除了已经颁行的《海商法》第 12 章、《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军人保险法》、

保险监管机关制定的部门工作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的多部司法解释等，尚需考量制定与人工智能有关的

网络风险保险、船员保险、环境责任保险以及气候保险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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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具有显著优势，其所能收集的保险信息比传统的面对面或电话形式更加全面，可以

有效弥补保险合同订立阶段的单一介绍、片面讲解以及干扰他人工作和生活等信息传递

劣势。(6) 从法律性质来分析，保险合同告知义务规则是一种前合同义务，旨在解决保险合

同缔约阶段保险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适用该规则解决保险赔付纠纷时，信息质量和

数量是影响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7) 如果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信息未履

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这是保险人在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最为

有力的抗辩事由。(8)

我国 2015 年修订的《保险法》第 16 条关于告知义务规则的法律条文结构复杂，在

保险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保险告知义务规则被扩大适用甚至被某些保险企业恶

意适用的问题。(9) 与此同时，我国法院裁判结果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对现行保险告知义务

规则背离的倾向，转而采用近因原则或相当因果关系等理论来判定投保人未告知的事实

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此来裁决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规则以及

保险人能否据此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从而引发了这种交叉或重叠适用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问题。

与近因原则有关的早期案例是 1894 年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审理的“赖舍尔诉博

里克”一案，该案争议焦点是碰撞风险还是其他海上风险造成了被保险船舶的损失。根

据涉案保险单条款，保险人对碰撞风险导致保险标的损失须承担赔偿责任，而对拖航等

其他海上风险导致保险标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审理该案的法官认定碰撞风险是近

因，保险人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10) 根据保险领域中的近因原则，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

保险人提出保险赔付时，前者需证明某一特定事故属于保险单所涵盖的风险范围；后者

只有证明该事故属于除外风险的范畴才能据此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如果保险标的损

失仅由单一事故引起，那么赔偿责任判定就相对简单，但若损失是由两个或多个原因共

同作用引起的，要从多个复杂原因中选择最直接或最有效的原因就须适用符合常理的标

准进行判定。(11) 在实践层面，部分保险公司以近因原则为其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理

由之一，但各级法院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处理不尽相同。(12)

由于保险法规和司法解释对近因原则的规制并不充分，导致该原则成为我国保险行

业中的一种习惯，并作为非正式法源在司法判例中得到适用。(13)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

(6) 参见冯华楠：《关于保险销售模式改革的研究》，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第 43 页。

(7) 参见应飞虎、涂永前：《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第 120 页。

(8) 参见刘建勋：《新保险法经典、疑难案例判解》，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2 页。

(9) 参见潘红艳：《〈保险法〉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条文的结构性解读及完善》，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2 期，第 88 页。

(10) See Reischer v. Borwick [1894] QB 548.
(11) See Rakshana Velayudan, The Applicability of Proxima Causa Rule in Insurance Contra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Management & Humanities, Vol.4:5510, p.5511-5512 (2021).
(12) 参见焦南：《论海上保险法近因原则及其在中国之适用》，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28 页。

(13) 在一机动车保险纠纷一审判决直接适用了近因原则，二审维持原判，可见，近因原则并非仅仅适用于海上保险，也适用

于其他财产和人身保险。参见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23）湘 1026 民初 1916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湖南省郴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湘 10 民终 678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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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则在适用法层面上是彼此独立的，虽然二者具有完全不同内容、性质与特点，但二者

在保险赔付责任层面形成了一个交叉点，从而产生了适用法层面的衔接问题。在我国保

险法领域，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均体现出一种微观法律调整关

系，与相对宏观的近因原则，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并列关系。(14) 在保险法理论中，保险告知

义务规则不能影响近因原则，而近因原则也不能制约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二者维持着相

对独立的。若在理论层面片面坚持沿用近因原则与告知义务规则之间的分治理论，会与

裁判主体频繁运用近因原则来判定投保人是否违反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司法实践形成

鲜明对比，呈现出与时代发展的不协调性和不同步性。因此，我国亟待解决如何构建一

种新型法律规范来衔接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之间的交叉适用问题。

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的内涵及功能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是一种科以投保人信息披露负担、有利于保护保险人利益的制度

设计，而近因原则是一种评判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基本原则，即判断风险事故与保险标

的损失之间的前因后果关系。从法理角度来分析，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作为一种具体的法

律规则，着眼于评判保险主体信息披露的行为模式、适用条件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旨在

削弱或防止此项规则在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与告知义务规则不同的是，近因原则是

界分保险赔偿责任的一个基本原则，更多体现在相对严谨地界定保险因果关系上，可对

法律推理或法律适用发挥宏观上的指引作用。

（一）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法律属性和制度功能

1. 告知义务规则的设立目的和效能

告知义务与保密义务互相对应，二者在保险合同领域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保险人

从投保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可能恰恰是投保人意欲保密的信息，若不对保险人的这种要

求告知的权益进行限制，可能违反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相关法规。(15) 但保险合同是一种

较为特殊的合同，其告知义务规则的设立，旨在要求投保人披露影响保险人承保的重要

情况，有效降低误述风险，如果投保人不披露可能导致保险合同被解除的严重后果。(16)

保险法领域中的告知义务规则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得到诸多法院裁决的广泛适用，(17) 投

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阶段，须向保险人披露足以影响保险人进行风险评价和判断的相

(14) 狭义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仅指投保人向保险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广义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除了投保人向保险人履行

的信息披露义务，还包括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15) See Mark A. Geistfeld, Proximate Cause Untangled, Maryland Law Review, Vol.80:420, p.424 (2021); also see Larry 
D. Johnson, The Lubanga Cas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 and the ICC: Disclosure Obligation v.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t, Vol.10:887, p.888 (2012).

(16) See John Lowry, Whither the Duty of Good Faith in UK Insurance Contracts,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 Vol.16:97, 
p.134 (2009).

(17) See Semin Park, Origin of the Duty of Disclosure in English Insurance Contracts, Anglo-American Law Review, Vol.25:221, 
p.224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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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18) 数字经济社会存在着种类繁多的保险合同或协议，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投

保人须支付相应的保险费并将保险标的信息告知保险人，而保险人工作的核心内容是

在收取投保人保险费的前提下分担相应风险。在保险行业实践中，由于特定的保险人需

与众多不同的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所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缔约交易成本对每个保险人

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显然，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主动提供相关信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

最有效办法。(19)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6 款规定，在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主张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如果发生了承保事故，

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当今我国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在实

质层面上已经成为保险标的信息披露的支柱，以后关注重点是该规则能否被正确适用、

妥当履行以及产生良好社会和法律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保险合同兼具财产和人身

双重属性，其保险标的有关信息呈现出多样性和依附性等特点，导致信息传递不准确或

不完整。(20) 比如，在某些特定保险纠纷案件中，投保人不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故意，

只是在保险人提供已经设计好的格式化询问单的告知义务模式下，投保人的信息披露程

序过于简短，没有赋予投保人全面表达的机会，因而导致告知义务不能全面履行。这就

极易诱使保险人滥用告知义务规则，从而造成对投保人不公正的法律适用后果。

2. 告知义务规则的属性分析

现行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规则规定了告知这一法定的前合同义务，对保险信息的披

露、风险分担以及责任划分等进行具体规制，明确了该义务是一种民事义务，而非行政法

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相比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在合同订立

阶段，保险法规构建了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范——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即法定明确要

求投保人将其知悉的保险标的信息披露给保险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非同一主体

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信息的熟悉程度很难绝对一致，二者对保险标的信息

掌控很可能存在一定的隔阂或差异，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如同一块“褐色玻璃”架在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这就导致不同国家保险法律所规定的告知义务主体存在差异，

有的国家规定投保人来履行告知义务，也有的国家规定被保险人来履行这一义务。

在法律性质层面，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具有私法属性，属于民商法法

律规范，对保险交易的前合同义务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早期司法

实践中，多运用司法判例来弥补保险成文法的空缺，在判例中确认了告知义务规则存在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我国，前合同义务，也被称为“先合同义务”或“先契约义务”，

保险法中具有先合同义务属性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产生时间远早于合同法理论及其制

(18) See Howard Bennett, The Law of Marine Insur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0.
(19) 参见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 页。

(20) See Katarina B. Ivancevic, Disclosure Duties in Insurance Contract, Uni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Review, Vol.12:184, p.19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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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1) 同时，我国现行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还规定了不诚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制

裁方式：违反告知义务规则时，保险人有权以此为由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

甚至对造成的损失有权要求对方赔偿。(22)

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缔约阶段均负有保险信息的披露义务。广义上看，告知义

务范围是宽泛的，既涵盖了投保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也包括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表

现为一种双向的信息披露规则。有学者主张，告知义务规则仅指调整投保人向保险人披

露保险信息的法律规则，不包括保险人向投保人披露保险信息的订约说明规则。(23) 这是

一种狭义的告知义务观。从法理层面来讲，狭义的告知义务观更为可取，其法律逻辑结

构也更加严谨，并且从立法层面上分析，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告知义

务规则，而第 17 条规定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规则，也显然是采用了狭义告知义务的立

法模式。

（二）近因的含义及界定标准

近因有多种含义，主要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其不仅仅适用于保险法领域，也广

泛适用于各类侵权、刑事犯罪以及医学等领域。(24) 近因原则主要适用于保险法领域，可见

近因的适用范围要广于近因原则，也可以说，近因是造成损害的直接的、起决定性作用的

一种事实或因素，而近因原则是分析和判定这些事实或因素的一种理论或准则（习惯或

法律规范），不过二者在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中通常没有本质区别。保险标的损失往往

是一连串性质各异的原因所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失所起的作用也不

尽相同，有的原因直接导致了损失的发生，有的原因只是间接造成了损失的扩大，而另一

些原因仅是对整个事故发生起到了微小作用。(25)

近因与风险紧密联系，风险基本上是造成损失的全部原因或者部分原因，保险人在

进行保险赔付时始终考虑近因，如果损失是由于除外的风险或未承保的风险造成的，或

者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造成，则保险人可能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26) 我国有学者认为，近

因原则是英国 1906 年《海上保险法》最早确立的用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27) 其

实，在英国保险法理论中，与近因原则相对应的是“无因性”理论，在判令当事人承担法

律责任的时候不考虑责任产生的原因。(28) 这种“无因性”理论并没有在保险法领域获得

扩展适用，原因是其忽略了保险合同主体的信息披露责任与普通合同有本质区别。在近

因原则下，对于保险购买者、保险索赔人以及代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来说，面对多重

(21) 参见前注 ⑲，曹兴权文，第 106 页。

(22) 参见林宝清：《保险法原理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

(23) 参见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24) See Rakshana Velayudan, supra note 11, 5519.
(25) 参见杨良宜：《海上货物保险》，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1 页。

(26) See Devikrupa D, Proximate Cause: Is It Interpretation of Courts or Is There Any Clear Defin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Management & Humanities, Vol.1:172, p.174 (2018).

(27) 参见李利、许崇苗：《论近因原则在保险理赔中的把握和应用》，载《保险研究》2008 年第 7 期，第 81 页。

(28) 参见李春彦、李之彦：《保险法告知义务及其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0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论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的衔接

271

因果力或看似相互矛盾的保险单条款，如何确定风险范围是至关重要的。(29) 根据近因原

则，保险人仅对由保险单承保的风险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而其他风险导致的损失则由

投保人或其他责任主体来承担。从实践角度分析，英国法院在大量保险案件的审理过程

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界定保险近因的标准，以此相对准确地把握近因原则认定的尺度，其

中主要分为“时间说”与“效力说”。“时间说”主要强调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的接近，

而“效力说”认为因果关系的形态应当呈现网状结构而非链状结构，无论其他原因发生

与否，造成损害的效果依然存续。近因原则是指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最有力与最直接效

力的原因，该原则抛弃了“时间说”，转而采用“效力说”作为近因的认定标准。(30) 投保

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原因可能是承保风险范围内，另一些

原因又可能是除外责任范围内的风险。

近因原则作为保险法领域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非链状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

多个保险判例中被广泛适用，发挥了界定因果关系的关键作用。(31) 我国有学者已经对近

因与远因进行了界定：近因系指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直接、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反

之，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间接的、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被称为远因。(32) 在多个原因导

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特殊情况下，近因的认定标准也在不断演变，从早期以发生保险事故

的时间前后来认定，转变为在效果上对损失的作用最直接有力的那个原因。(33) 以时间因

素来确定近因是一种客观标准，其优点是认定标准唯一，裁判结果确定；缺点是有时存在

显失公平，忽略了个案的特殊性。

（三）近因原则与因果关系理论的联系

哲学中的因果关系与民法中的因果关系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

理论总能为民法中的因果关系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34) 在我国没有商法典的情况下，保

险法规是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我国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也应适用于保险法领域。保险

法中的近因原则是哲学和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一大进步，毕竟因果关系理论过于

抽象和概括，需要近因原则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和具体裁判。从立法层面分析，针对多个

原因导致一个结果如何进行规制的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判例或成文法规进行了

不同的尝试。(35)《日本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事故与未告知的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9) See Vonda Mallicoat Laughlin, The Efficient Proximate Cause Doctrine - What Is It, and Why Should I Care?, Baylor Law 
Review, Vol.73:311, p.314 (2021). 

(30) 参见徐峰：《海上保险法“近因原则”之历史变迁研究——以与侵权法“因果关系原则”的比较为视角》，载《信阳师

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37 页。

(3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申 673 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 545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金融法院（2023）京 74 民终 26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2023）沪 0116 民初 11517 号民事判决书。

(32) 参见刘玮：《海上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3 页。

(33) 参见张丽英、赵劲松、赵鹿军主编：《中英海上保险法原理及判例比较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34) 参见陆玉、傅廷中：《保险法中的近因原则与民法中因果联系原则关系之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 年第 1 期，第 93 页。

(35)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 5504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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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保险人仍须向投保人给付保险金。(36) 毕竟，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一定的标准来界

定，若无标准势必导致司法裁判人员的主观裁量权不受限制，而近因原则正是克服了这

种弊端，为这种标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判断准则或行业习惯。

我国《保险法》第 2 条规定，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

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

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第 2 条在“保险”定义部分，对近因

原则进行了间接规制：对原因（可能发生的事故）与结果（财产损失）之间的联系进

行了规定，但对何为“可能发生的事故”未作后续性规定，即未对“多因一果”下的“事

故近因”进行具体规制。在近因的具体认定上，我国有学者主张采取“逻辑顺推理”的

范式，从最初事件出发按照逻辑推理，推断下一个事件是什么，并依次向下推理，若能最

终推理至保险事故发生，则最初事件为最终事件之近因；反之，如果在依次推理过程中

前后事件某个环节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则推理链条中断，最初事件不是近因。(37)

近因原则可以被定性为一种评估准则，国外有学者甚至将近因原则与因果关系理论

混合适用、不作区分，主张若保险标的损失是由于除外的风险、未承保的风险以及投保人

的不当行为或故意等原因造成的，则保险人在任何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38) 毕竟，因果

关系存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主要指一个现象与另一个现象之间的作用关系，被

广泛运用到整个法学领域，并非专属于保险法领域，而近因原则主要适用于保险法领域。

在保险告知义务领域，因果关系的认定过于抽象，而近因原则相较于因果关系则相对具

体，因此在界定违反告知义务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密切联系时，近因原则比因

果关系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效率性。

（四）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制度弊端与克服

在通常情况下，投保人与保险人有权选择放弃面对面的低效交流模式，转而依靠互

联网技术程式化地传输保险信息，来完成保险信息披露，特别是保险公司与其他商事组

织一样，都会考虑其交易的固有成本和信息披露风险与责任，虽然交易成本相对于一笔

成功的交易微不足道，但时间一长必然会积少成多。(39) 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本质是

对保险人提供了一种风险保护机制，成为保险人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一种责任减免

事由。在具体保险司法实践中，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赋予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往往

局限于保险赔付的请求权，而赋予保险人的拒付权利却是“无穷尽的”，其中保险告知义

务规则是保险人免责的诸多因素的一部分，是横阻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主张获得保险人

赔付进程中的“绊脚石”。

(36) 参见王学士：《海上保险法制现代化在日本法中的发展演进——告知义务规则体系的比较法考察》，载《上海保险》

2022 年第 1 期，第 37 页。

(37) 参见刘建勋：《近因原则立场之上的多因致损与真伪不明探析》，载《上海保险》2018 年第 7 期，第 34 页。

(38) See Devikrupa D, supra note 26, 174.
(39) 参见［美］小布鲁斯·巴布科克：《机械式交易系统原理、构建与实战》，李汉军、任帅波、陈旭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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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缔约环节首先测定投保人转移的风险，以便决定是否承保和保

险费率的高低。(40) 这些保险风险的转移过程就为告知义务规则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性和客观性，只是该告知义务规则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出现了功能性

偏差，导致某些保险人恶意利用该规则达到拒绝理赔的违法目的。从法经济学角度看，

当信息披露不完全时，当事人为了获得合作带来的短期或长期利益，通常不愿过早、过多

地暴露自身信息，也就是说，这种信息传递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41) 这里的“信

息不完全”也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保险法领域中的告知义务规则的直接诱因。

可惜的是，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在解决缔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会受到上述个

体私利和交易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和阻碍。在工业经济时代，与保险标的有关的风险

信息主要是由投保人掌控的，保险人主要依赖于从投保人那里获取信息来计算和评估保

险费和保险风险，并且各国关于保险人如何获取保险标的信息以及承担何种责任的保险

法规也有所不同。

面对近年来日益数字化的经济环境，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这就要求尝试突破传统保险理论的严格界限，在一个保险法律规则中，综合运用

多种保险规则和原则，发挥各自制度优势，解决彼此的适用法冲突。在保险人能够较为

便利地凭借互联网技术主动获取保险标的信息的同时，法律不应当对投保人规定苛刻的

告知义务要求，否则会导致保险合同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失衡。在我国保险司法实践中，

判定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是由于故意、过失或者主观无过错造成的，其本身是一个主

观标准。在诉讼或仲裁环节，更多表现为裁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衔接保险近因原则

等因素来定分止争。

三、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的分立与融合

在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中，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是一种相互独立却又彼此

交集的运行样态，即二者时而各自独立、互不交集，时而相互交集、交叉适用。在保险法

领域，告知义务规则作为最大诚信原则下的具体规则，(42) 与近因原则都是保险合同主体

须应遵守的法律准则，二者具有不同的制度架构和法律属性，但在某些保险告知义务纠

纷中，部分裁判人员将二者混合适用，以更好地发挥各自最大效用。(43)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

多国家，其保险成文法已逐步淡化上述保险基本原则和规则之间制度界限和价值冲突，

并将这些原则和规则加以融合。换言之，与其坚持传统保险理论中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

(40) 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3 页。

(41) 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 页。

(42) See Thomas J. Schoenbaum, The Duty of Utmost Good Faith in Marine Insurance Law: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Law,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29:1, p.1-2 (1998).

(43) 截至 2024 年 6 月，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已经公布了同时适用最大诚信原则和近因原则的司

法裁判文书共计 88 篇，在这些司法案例中，最大诚信原则主要被用于评判投保人是否违反了保险告知义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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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因原则之间独立适用，还不如创设灵活高效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运用近因原则判

定标准，以此达到高效、合法和公平地解决保险争议的立法宗旨。

（一）二者独立适用状态

根据传统保险法理论，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之间彼此孤立，二者不是一个

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而是相互独立的关系。通常认为，偶然性的风险或由风险形成的

事故对保险至关重要，这就导致很多国家的保险法规对保险标的的风险或事故进行了规

定。(44) 其实，保险合同是一种涉及风险或事故的射幸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让渡的是一种

与保险标的有关的约定风险，保险人承接的是一种并不必然发生的事故责任。在法律属

性层面，近因原则属于保险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而告知义务规则是一种法律规则，相较

于近因原则要更为具体一些。在保险实务界，保险主要有四项基本原则，除了近因原则，

还包括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和损失补偿原则。(45) 有学者甚至认为，“近因原则”

并不存在，其中的近因至多是保险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不可能成为保险法的基

本原则。(46) 随着《民法典》施行，习惯已经被赋予一定的法律拘束力，虽然目前没有法

律直接规定最大诚信原则和近因原则，但是两种原则在保险实务界早已成为一种行业习

惯，可以成为处理保险纠纷的补充依据。(47)

在司法实践层面，截至 2024 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多个指导性案例将保险告知义

务归属于最大诚信原则的一部分。(48) 有学者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的表述有待匡正，理由是

在我国现行民商法律体系中，《民法典》《保险法》以及《海商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

解释均没有最大诚信原则这一称谓，但对诚信原则却有明确规定。(49) 其实，不论是保险业

界常常提及的最大诚信原则，还是诚信原则，二者均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在道德层面应该

达到的一种抽象标准，旨在将保险人缔约成本降至最低。(50)

根据《保险法》总则部分的规定，保险的基本原则不限于近因原则等四项基本原

则，还包括了其他基本原则，比如保险公平原则、自愿原则以及保险公序良俗原则等。《保

险法》第 11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协商确定彼此权利

与义务；除了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保险以外，保险合同应当自愿订立。该条

文确定了保险公平原则和自愿原则。另外，第 4 条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从事保险活

动过程中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必须尊重我国社会公德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该条文确定了保险公序良俗原则。可见，前述所列的保险基本原则有的已经明确为

(44) See James E. Scheuermann, Fortuity, Intent, and Causation in Liability Insurance Law, Elon Law Review, Vol.9:329, p.330 
(2017).

(45) 参见刘玮：《海上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7 页。

(46) 参见马宁：《保险法因果关系论》，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864 页。

(47)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4）浙 0203 民初 1163 号民事判决书。

(48)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终 7960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6）苏

0203 民初 2640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01 民终 3351 号民事判决书。

(49) 参见傅廷中：《海商法》，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93-394 页。

(50) See Thomas J. Schoenbaum, supra note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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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有的仍然是保险习惯，通常情况下这些基本原则都是各自独立，并不发生彼此

的重叠或交叉。

（二）二者交叉适用状态

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裁判文书将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交叉适用，来判定投

保人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是否承担多因致损的保险赔付责任等问题。在具

体保险事务中，投保人在投保时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但其未告知的事项并不是诱发

保险标的损失的最直接原因，即未构成近因。在此情况下，因为不能形成有效的因果关

系，所以部分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依此认定投保人并没有违反告知义务规则，保险人不

能主张解除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继而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有学者主张，在故意未

告知的情况下，不需考虑因果关系；反之，是要考虑因果关系的。(51)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若难以界分故意与过失时，尤其是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事

实仅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因子时，告知义务规则应外延至需依近因来

确定，此时，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发生了衔接。对此，有学者主张，这种“因果关系”

并不要求达到法律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只要具有一定的牵连即可。(52) 在我国学术界

也有界定因果关系的客观说，即判断有无相当因果关系应以行为时存在的全部事实为判

断要素。(53) 客观地讲，不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保险法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均离

不开裁判人员的主观裁量因素，要求行为与损失之间必须存在一定联系，否则保险人不

能据此解除合同。(54)

在我国保险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具体案例，如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向保险人告知其

曾患有高血压病一级、颈椎病和甲状腺结节等病史，但投保人在承保期间罹患了甲状腺

癌，并经手术治愈出院。保险人主张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告知义务，其有权享有法定

解除权，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赔付责任，且不退还保费。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曾患高血

压及颈椎病与确诊右叶甲状腺乳头状癌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未告知的甲状腺结节位

于甲状腺左叶，与确诊的右叶甲状腺乳头状癌位置明显不同，保险人上述不予理赔的理

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后，保险人不服提起上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55) 在这个案例

中，审判人员认定保险告知义务的标准是通过未告知的事实是否构成引发保险事故的最

直接原因——近因原则来实现的，很显然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二者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而非绝对的独立。有学者根据《民法典》和《保险法》的法律适用关系，

对保险告知义务进行适用法层面的逻辑推理，总结出：在投保人没有向保险人告知患有

疾病情况下，如果发生的保险标的损失与未告知疾病的事项不存在近因关系，则保险人

(51) 参见司玉琢：《海商法专论》（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37 页。

(52) 参见前注 ㉗，王学士文，第 37 页。

(53) 参见黎宏：《因果关系错误问题及其应对——以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再阐释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22 第 1 期，第

106 页。

(54) 参见前注 ⑲，李春彦、李之彦文，第 199 页。

(55)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终 46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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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法律责任。(56)

（三）二者交叉适用对裁判结果的影响

《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的告知义务规则将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原因分为故意、重

大过失和一般过失三种情况，其中前两种原因引发的未履行告知义务将导致原有的保险

合同被法定解除、失去其原有的法律效力，此时，保险人无需承担任何后续的保险金赔付

责任。针对前述第三种原因，若投保人因一般过失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或存在信息披

露瑕疵，将不会面临原有保险合同被解除的风险，也不会影响原有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

保险人是否必须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需要考虑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与损害发生是否形成

因果关系，即是否违反近因原则，甚至还需要考虑违反其他保险原则或归属于除外责任

的范围等。笔者认为，不论是告知义务规则，还是近因原则，均不同程度地依赖裁判人员

的主观标准来界定。告知义务规则是“箭”，近因原则是“弓”，二者需衔接在一起，处理

好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更好地有的放矢。

表 1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对裁判结果的影响

投保人是否履行
告知义务

与保险标的损失是否
形成近因

保险人是否承担
赔付责任

完全履行告知义务
形成近因 承担赔付责任

未形成近因 不承担赔付责任

主观故意

未履行告知义务

形成近因 不承担赔付责任

未形成近因 不承担赔付责任

主观过失

未履行告知义务

形成近因 承担赔付责任

未形成近因 不承担赔付责任

笔者对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体系与近因原则交叉适用时可能存在的情况，结合现行保

险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判例对保险合同效力和法律责任进行了相关推理性分析（见

表 1），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适用。客观地讲，在适用保险告知义务规则时，若不进行近

因原则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适用结果。前述近因原则将保险事故区分为承保风险范围

内的事故和非承保风险范围内的事故，对前者引发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

赔付责任；对后者引发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特别是在保

(5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8 号）第 5 条对投保人

根据保险人的要求在指定医疗服务机构进行体检等告知义务事项进行了规定。也可参见潘红艳：《〈民法典〉与我国

〈保险法〉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解释和适用》， 载《中国保险》2021 年第 10 期，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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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标的遭到损失时，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不仅取决于风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是

否属于保险人的承保风险范围，还需要考察投保人是否违反了告知义务规则这一因素。

有学者提出“诱因推定”，即强调如果投保人未告知的事实很重要，容易影响谨慎保险人

的思维过程，就存在所谓的“诱因”。(57) 这种“诱因推定”是运用近因原则来剖析投保人

未披露的保险标的信息是否对保险人的思维起决定性作用。

四、保险告知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衔接的规范构造

在我国《保险法》中确立近因原则，对保险告知义务规则进行修改，并将近因原则

植入新构建的保险告知义务规范中，能有效增强后者的实操性，从而构建一种具有公平

性的信息披露责任分配体系。

（一）近因原则与相当因果关系论的司法适用

近因原则，又被称为“近因识别规则”，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包括海上保险在内的所有

保险法领域，有的学者认为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真正接近的原因应该是效率接近的原因。(58)

在我国保险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均被适用于不同的保险判例中，

部分司法判例采用近因原则来确定保险标的损失与承保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另一部

分司法判例却适用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判定。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称“相当学说”

或“适当因果关系论”，是基于合理、公平和正义等价值判断，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对诱

发结果发生的原因进行评析，只有特定原因和产生的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或相当的，才

能确认二者因果关系的形成。(59)

与近因原则相类似，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侵权和刑事领域，并对我国保

险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又被细分出多种学说，主要包括

客观说和条件说，其中，客观说强调行为人的预测性和原因与结果的相当性，而条件说

着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持续性。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中的“相当性”是一种以原因导

致结果发生的盖然性来掩盖法律判断的规范性，注定要面临判定标准和公平性的质疑

和改造。(60)

如前所述，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近因原则均是我国保险领域因果关系判定的代表

性理论，二者在我国保险司法实践中均被大量判例加以采用，具体数量对比详见图 1
和图 2：

(57) 参见［英］M.A. 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吴志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87 页。 
(58) See Mayank Suri, Autonomous Ships and the Proximate Cause Conundrum - A Maritime and Insurance Law Tango,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51:163, p.176 (2020).
(59) See James Grant, The Permissive Similarity of Legal Causation by Adequate Cause and Nova Causa Interveniens, South 

African Law Journal, Vol.122: 896, p.896 (2005).
(60) 参见王磊：《相当因果关系的现代变迁与本土抉择》，载《财经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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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原则案例 相当因果关系论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

2500

2000

5 25

2135

1677

628 685

1 113

1500

1000

500

0

图 1 各级法院适用近因原则与相当因果关系论案件数量对比

近因原则案例 相当因果关系论案例

刑事案由 民事案由 执行案由 行政案由国家赔偿案由

11 2 1 6

3504

5 0 0 21

2500

3000

3500

4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1215

图 2 部门法适用近因原则与相当因果关系论案件数量对比表

通过分析上述图 1 中的数据可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平台显

示出我国四级人民法院适用近因原则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案件数量均高于相当因

果关系理论，其中，基层人民法院适用近因原则的判例数量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 2 倍

多，而中级人民法院适用近因原则的判例数量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 3 倍多。另外，通

过图 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因原则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集中适用于民事侵权和保险法

领域，除行政法领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适用数量高于近因原则以外，刑法、民法、执行以

及国家赔偿领域中的近因原则的案件数量均高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鉴于近因原则适

用范围广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前者具有更显著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因此在保险法规范

构造中应该考虑引入近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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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保险法》中规定“近因比例原则”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虽然近因原则被广泛适用于保险法领域，但是始终存在的疑问

是，近因原则究竟是一种法院的解释、一种法律的定义，还是一种行业习惯，在立法者未

对近因原则创设直接规范以前，该原则可以被定性为法院解释，法院决定每个保险案件

近因时，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这一原则。(61) 从能然的角度来看，近因原则可以被定

性一种行业习惯，具备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和规范作用，法院在没有直接规定的前提下可

以将其适用来判定某一原因与特定结果是否成立因果关系。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若长期

将近因原则定性为保险行业习惯，那就要求近因原则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公序良俗本

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的适用势必遭受公序良俗的限制，

因此只有对近因原则进行明确法律规制，才能增加保险因果关系判断的确定性。

关于近因原则是否应该被植入到保险法规之中，我国保险法学界主要存在三种学术

观点：其一，鉴于近因原则在保险法领域中的普遍应用，制定近因原则法律规范是满足社

会实践和时代变化的一种必然要求；其二，考虑到近因原则“全有全无”归责模式的弊

端，我国保险法中因果关系判定的未来趋势应该由近因原则过渡到比例原则；其三，近因

原则被引入保险法是一种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臆想”，该原则不可能为保险司法实践中

解决因果关系界定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引。(62)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前述三种观点在论证视

角和论证结论方面均有所不同，尤其是第三种观点直接否定了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中广

泛存在近因原则，显然值得商榷。虽然我国保险成文法对近因原则尚无直接规定，但是近

因原则作为行业习惯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可以成为判定近因的一种非正式法源。

在立法层面，如果不对近因原则进行法律规制，将导致对近因的判定成为一个令人

“绝望的谜”，其可预见性和公平性均可能遭受质疑。(63) 在理论层面，近因原则从属于因果

关系理论，尽管相当因果关系、比例因果关系和不指明因果关系理论等均被诸多学术成

果予以阐述和论证，但至今尚未出台一套便于保险实务界和司法界理解与操作的因果关

系范式判断规则。(64) 在这些繁杂的因果关系理论中，近因原则被更多的保险合同当事人

所知悉，该原则主要表现为在分析、判断危险事故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确

定何为保险标的损失的近因，并在判断该近因是否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前提下，最终确

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责任。(65) 我国保险法规已经就非告知义务作出调

整“主观过错”与“保险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的确定”之间因果关系的法律规定，比如

《保险法》第 21 条明确规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由于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导

致事故的性质、原因以及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无需承担保

险赔付责任。可惜的是，上述第 21 条规定的内容仅适用于保险通知义务领域，由于保险

(61) See Devikrupa D, supra note 17, 177.
(62) 参见马宁：《保险法因果关系论》，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864 页。

(63) See Mark A. Geistfeld, supra note 30, 460.
(64) 参见初北平：《我国保险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与规则》，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5 期，第 263-264 页。

(65) 《保险法》第 2、16 条均对保险事故和赔付责任进行了规制；也可参见前注 ㉘，刘建勋文，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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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义务有别于保险告知义务，因此该条规定的因果关系规则不能同时适用于保险告知

义务。此外，该法第 21 条仅规定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旨在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履行与之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却未进一步对多因致损的近因判断进行规定。

2014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第 45 条规定，保险标的的损害原因既

有承保事故又有免责事由，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要求保险人按照承保事故所占事故原因的

比例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5 年 12 月正式施行的《解释三》第 25 条对

前述第 45 条进行了补充性修改，对于导致保险标的损失原因，在承保事故和免责事由基

础上增加了“非承保事故”这一新型原因形式，也将“当事人请求按照承保事故占全部

事故原因的比例支付”改为“人民法院可以不经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请求而直接适用比

例原则予以裁判”。(66) 由此可见，《解释三》已经将比例因果关系理论正式引入保险法领

域，为《保险法》对近因原则与比例原则的“二合一”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法经验。

在分析《保险法》第 2、21 条和《解释三》第 25 条的基础上，可以提炼出可供参

考立法思路：1、我国未来构建的调整近因原则的法律规范可放置于《保险法》的总则部

分，以此便利于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的统一适用；2、近因原则法律规范可放置

于《保险法》第 2 条之中，即将第 2 条扩延数个条款，因为该法第 2 条规定的保险定义

是紧紧围绕“事故（原因）——损失（结果）”这一因果关系进行界定的；3、鉴于近因

原则存在“全有或全无”的弊端，可以在近因原则法律规范中补充比例因果关系理论，

继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近因比例原则”，在更大限度上满足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于保险因

果关系判定的合理预期，有效控制风险水平；(67) 4、从责任成立和责任分担两个角度出发，

可将这种“近因比例原则”具体表述为：（1）近因是指对损失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直

接原因；(68)（2）保险人对于以承保事故为近因所致的损失，承担保险赔付责任；（3）保险

人对于以非承保事故或免责事由为近因所致的损失，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4）保险标

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非承保事故或者免责事由造成并难以确定的，当事人请求保险人

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69)

（三）在《保险法》中完善保险告知义务规范

1. 修改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范的必要性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对投保人施加的告知义务规则已经运行近十年，该条共七

(6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5〕21 号，已废止）；《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8 号）于 2021 年 1 月正式生效

并施行。

(67) 参见前注 ，初北平文，第 277 页。

(68) 在我国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在因果关系的判定上更多采用的是直接原因，而非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不经过中

间介质，直接与既定结果形成关联的原因，间接原因是指必须借助一个或多个中间介质，才能与既定结果发生关联的

原因。

(69) 上述第（4）项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8 号）

第 25 条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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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款对投保人施加较为繁重的信息披露义务，其中第七款对保险事故的定义进行了界

定，即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强调保险人承担保险赔付

责任（结果）的保险事故（原因）应控制在缔约阶段双方约定的风险范围内，这为近因

原则的植入提供了一定立法空间。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平

台已经公布了 834 个同时采用“告知义务”和“近因原则”的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其

中在多个判例中裁判人员同时适用了“投保人告知义务”和“近因原则”来解决保险

合同纠纷 (70)。

在解决某一具体保险纠纷时，若裁判人员不能完全理解现行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存在

的“制度缺陷”，单一适用该规则去解决保险争议，而不考虑与近因原则或其他因果关系

理论的合并适用，其结果可能会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造成不公平。根据保险告

知义务规则，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需要向保险人提供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人身、财产

以及责任的相关信息，对这些保险信息的诚实告知被称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规则。在人

身保险合同中，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时，有的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

负有披露保险标的信息的义务。近因原则作为保险基本原则之一，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整

个保险法领域，在推定发生的风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能否

获得保险赔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流行疾病等因素，

导致涉及财产损失、商业损失和其他事项因果关系的保险纠纷不断增加，一个有效的近

因原则能为解决因果关系纠纷提供一个可行具体方案。(71)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告知

义务规则与近因原则频繁出现在同一个案例中，引发了裁判人员是选择单一适用还是混

合适用的难题。

在我国司法层面，体现因果关系的近因原则已经被裁判人员广泛适用，以此来判定

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规则，这也从反面凸显了“告知义务规则”离不开“近因原

则”这一关键的锚定基础。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上诉人（保险人）认为被上诉人（投保

人）未履行告知其“患有严重呼吸系统疾病并曾经住院治疗的事实”的保险信息，但被

上诉人主张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脑出血死亡（结果），与未告知的事实（原

因）无关。二审法院运用保险法中的近因原则，主张上诉人未能就投保人未告知的事项

与其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提供充分的证据，最终判决保险人败诉。(72) 笔者认为，

之所以频繁出现告知义务规则与因果关系的混合运用，是因为裁判人员享有一定的主观

裁量权，特别是对于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裁判人员享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其实，近

因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无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间接地通过保险的定义和告知义务规

则等法律规范来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我国保险法虽未在制定法上给近因原则更多的立

法规定，但该制度仍然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有学者主张，近因原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

(70)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 74 民终 1099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粤 17 民终 1199 号

民事判决书。

(71) See Vonda Mallicoat Laughlin, supra note 20, 354.
(72)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 01 民终 130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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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首先需要在事实层面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其次方能在此

基础之上决定责任范围的大小，即法律上的价值考量。(73)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具体的

司法实践中，在裁判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规则时，运用近因原则来判定是有一定必

要性的。

2. 涵纳近因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构建

在地方立法层面，我国部分省份已经创设了将直接因果关系与告知义务相结合的

保险法律规范。2011 年 9 月施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6 条第 2 款规定：“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五款规定的投保人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有关事项与保险事故没有形成直接因

果关系，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虽然该地方司法文件中的诸多规定与《民法典》不一致，为了保证法律规范在全

国范围内的统一适用，该规定已于 2021 年 1 月被废止，但是其所构建的涵纳直接因果关

系的告知义务规则值得在立法层面予以借鉴。

就故意不披露保险标的信息义务的责任，不需要判定保险人的损失与未披露的事实

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但在过失未披露的情况下，在保险人免除保险赔付责任之前，必须

确立因果关系。(74) 需要注意的是，前述观点阐述的是保险人的损失与未告知事实之间的

因果关系，而忽视了被保险人的损失，其实在发生保险告知义务争议时，遭受保险标的损

失的一方是被保险人而非保险人，因此在保险人拒绝承担被保险人的损失之前强调保险

人的损失意义不大。保险告知义务规则旨在强化前合同义务，若投保人违反该规则，其

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很严格的，即保险合同可能被解除，保险受益人也可能最终无法获

得保险赔付。与告知义务不同的是，近因原则重在调整保险合同生效后的履约问题，如

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因同时造成保险标的损失，投保人已经证明损失是由承保风险造

成的，而保险人主张损失是由其可以免责的除外原因引起的，在此种情况下裁判人员一

旦采用了除外原因，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将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法律后果。(75)

虽然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和近因原则在设立目的、调整内容和法律属性等方面存在差

异，但在责任成立和责任分担层面却能形成共同适用的重叠性，即单独利用二者之一就

可能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赔付责任，对保险人相对有利；若将二者衔接适用，则可能导致投

保人没有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相对有利。

这就需要对二者进行逻辑严谨的法律规制，借鉴国外立法有益经验，从中国基本国情出

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公平性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通过分析上述保险告知义务

规则与近因原则的法律属性与适用现状，可将未来构建的涵纳近因原则的保险告知义务

规则表述为：

(73) 参见前注 ㉕，陆玉、傅廷中文，第 92 页。

(74) See Zhen Jing, Remedies for Breach of the Pre-Contract Duty of Disclosure in Chinese Insurance Law,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 Vol.23:327, p.343 (2017).

(75) 参见汪鹏南：《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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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对与保险合同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

诚实告知；

（2）投保人未向保险人告知的情况，应当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

提高保险费率的相关信息；

（3）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以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

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不需要判定保险标的损失与未告知的事项之间

是否形成近因，保险人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

（5）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如果未告知的事项与保险标的损失没有形成

近因，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和拒绝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第（1）项中，之所以将“如实告知”改为“诚实告知”，是因

为“诚实告知”有《保险法》第 5 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予以上位法支撑。另外，前述

第（4）项中之所以没有规定合同解除期间，是考虑到投保人已经主观恶意不履行告知

义务在前，还要给予其“30 日”和“2 年”的期间保护，对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保险人

显失公平。(76) 前述第（5）项中强调的是“保险标的损失”而非“保险事故”，是因为前

者有《保险法》第 57 条和第 64 条等法律规范的支撑，而“保险事故”只是造成损失的

一种原因而非结果，并且在特殊情况下事故发生不一定造成损失结果。关于投保人未履

行告知义务的主观层面，我国《保险法》规定了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主观心态，却忽视

了投保人一般过失心态，并且在司法实践中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是很难加以界分的。笔

者认为，在引入近因原则判定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规则的前提下，已无规定重大过

失的必要性；如果投保人对未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那么投保人也就无需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五、结 语

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一部分，与近因原则共同产生了

在特定时间段内二者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叉的法律效果。前者强调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

规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对既有投保行为后果实现“归零”责任；后者弱化投

保人的违约性，旨在否定保险人的拒赔诉求，主张保险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依据传统

保险法理论，近因原则中引发保险事故的诸多原因中须有一个原因属于承保风险范畴，

同时还须有另一个原因属于除外责任的风险范畴。

(76) 《保险法》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

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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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不论是保险告知义务规则还是

近因原则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改变，只有创设新的法律规范，赋予这些保险准则新

的含义和机能，才能不断完善我国保险市场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对近因原则的立法，将

其由保险行业习惯上升为法律规范，针对非单一原因或者非链状继发原因造成保险标的

损失情况，若适用具体的近因法律规范，能相对快捷、准确地判定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主

次原因。我国现行的保险告知义务规则偏重于区分投保人的主观过错形态，忽视了投保

人隐瞒告知的事项可能与损失结果没有形成近因，片面赋予了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

利，继而导致其无需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法律后果。在我国未来构建的保险告知义务规

则中，植入近因或其他因果关系理论，能够从根本上增强保险告知义务规则的公平性，以

便相对准确判定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

Abstract: The rule of disclosure obligation in insurance contract is largely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in judicial practice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fulfilling certain insurance contracts, when dividing the liability for insurance accidents that 
have already occurre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maximum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insurers 
would often claim that the insurance applicant has violated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 rule, 
thereby refusing their claims or claiming the insurance indemnity that has already been paid. 
However, the insurance applicant would claim that the violation of disclosure obligation ha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urance, which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thus claiming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obtain insurance 
claims. In some judicial rulings,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has been adop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surance applicant has violated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 rule, which 
has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surance disclosure obligation rule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Therefore, the written law of insurance in China shall 
regulate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the 
judicial sector, and incorporate the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ystem of insurance disclosure obligation in the future, so as to reasonably connect the two 
and leverage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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